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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溯

● 张学兵

“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探析

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这在党政文献、学术

论著乃至人们的日常言谈中，已近乎不言而喻、不

证自明。被称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

邓小平，自然也认同这一说法，不过，在某些时候

的谈话中，他也曾提出过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中国

改革是从1975年开始的。

就公开的文献来看，邓小平谈及改革从1975年

开始，计有两次。一次在1984年10月，在同联邦德

国总理科尔谈话时，他说：“其实，拨乱反正在

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

了一系列整顿措施。”[1]另一次在1987年10月，在

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会谈时，他

再次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

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

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2]两次

谈话的具体表述虽略有不同，但基本所指却相当一

致，我们姑且称之为“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

“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提出后，颇受中共党

史研究者们注意，并不时被引述。不过，仔细体

察便可发现，研究者们对“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

的引述，与邓小平本人的谈论存在着微妙的语境

差异。研究者们多在评价1975年整顿的时候才引用

“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试图借1978年后的改革

来强调、突出1975年整顿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因

此，他们鲜有在论述1978年之后的改革的时候提及

“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邓小平本人的谈论则迥

异其趣，他是在评说1978年之后的改革的时候，将其

源头追溯至1975年的整顿，认为改革在那个时候实际

就开始了，只不过一度被中断。显然，研究者们窄化

了邓小平“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的使用范围。

这里，我们试图回到邓小平的原初语境，从改

革的角度来认知“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就此而

言，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并不在于从实证意义

考察“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与“改革从1978年开

始”论哪个更为准确、更契合真实的历史，而在于

揭示“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包含着的、或折射出

的一些复杂、微妙、独特的历史信息，如改革的主

政角色、改革的初始路径、改革的历史承续。这样

的探讨，或能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演进过程的复杂

性，把握历史转折背后的连续性。

如前所引，邓小平在与外宾谈到改革从1975年开

始的观点的时候，还连带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强

调“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这表明，改革从

1975年开始的说法有着鲜明的邓小平个人印记。

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领导者，邓小平

的经历、事业跨越不同历史时期，只不过，在不同

时期他的角色作用和领导位次是不一样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个人事业的最高峰，

自然是在改革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是中国的实际领导者和主政者。

往前回溯，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也是领导层

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五六十年代党内的核心决

策，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去职。这个阶段，邓小

平虽然是核心领导层的成员，但从具体施政层面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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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只是一些具体领域、部门的中央分管领导。

及至“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重新获得毛

泽东的信任，逐步恢复在党政军的各项任职。此

时，毛泽东、周恩来均已抱病，在毛、周等人的支

持下，邓小平以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总参

谋长等身份主持1975年的整顿工作。这实际是主持了

全国、全局的工作，也使邓小平在毛泽东时代达到个

人事业的顶峰，尽管不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颇有异

趣的是，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而

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在1975年整顿中的主张和作为，从

而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扩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奠定了他再次复职并主政的民意基础。

因此，就邓小平的从政经历和事业轨迹来说，

1975年确实有着不同凡响的关系和意义。1975、

1978，对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来说，均是极具标志

意义的年份。1975年整顿的推展，1978年改革的启

动，从宏观历史来看，可以被认定为内涵有异、性

质不同的两件事；但从当事人的经历来看，这两件事

实际上都是同一人在主导，而且时隔仅仅两三年。因

此，邓小平将这两个年份连接起来，认为1978年后的

改革实际上从1975年就开始了，也在情理之中。

把1975年视作邓小平人生、事业历程的一个新起

点，这在研究者中已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比如，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辑、编写出版的《邓小平文选》《邓小

平文集》《邓小平年谱》等著作，均是将1975年作为

划分人生和事业历程的新起点、新节点来处理的。

邓小平在谈到“改革从1975年开始”的时候，

同时道出了这句话的内涵，即“强调把经济搞上

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对此，今天的人们不

免会生出疑惑：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的时候强调搞

经济、竭力恢复生产秩序，这些内容为什么会被称

作改革、甚至改革之始呢？这个问题，或许应结合

通常被称作改革之始的1978年来分析比照，亦即考

察中国改革的初始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每每以“市场取向”

来概括中国改革的初始路径。比如，江泽民说，农

村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走

的。[3]万里说：“我国的改革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市

场取向的。”[4]从长时段的历史演进来看，这样的

说法自然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但是，假如回到具体的历史时点，考察具体的

历史情境，恐怕就很难用“市场取向”来简单概

括了。改革之初，在微观经济领域强调“放权让

利”，如承认农户承包经营权、扩大企业经营自主

权、发展个体经济。这些在当时被称作“搞活”的

举措，确实是明显地引入了市场机制。不过，这些因

素本身与具有一整套体制机制安排和权利义务关系的

市场经济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们能否向市场经济

演变，还要取决于后来宏观经济体制的选择。

那么，从宏观经济领域和整个经济体制的角度

看，改革的初始路径是什么呢？这就要看当时面临

什么样的问题了。恰恰在这一点上，1975、1978年

是相通乃至相同的，亦即无论1975年还是1978年，

无论整顿还是改革，其所处的经济体制安排和经济

运作实况基本一致。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虽然号称搞计划经济，

但从实际运行来看，宏观经济领域的计划性一直比较

薄弱，根本实现不了执政者孜孜以求的“有计划、按

比例”，其真实图景恰如经济学家马洪的概括，就是

“名为有计划，实则是半计划和无计划” [5]。这种

乱象的出现，一方面是无法制约的长官意志和不曾

中辍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另一方面也是一次次的资

源配置权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收放、集散，造成了

“收收放放地来回折腾”[6]。

当然，1975年和1978年两个年头比例失调、经

济失序、计划缺失的具体成因，也不尽相同。1975

年的状况，借用1978年2月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说

就是，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干扰破

坏，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7]1978年

的状况，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坏之外，更

直接的肇因则是1976年后两年间“大引进”“大干

快上”，即被后来批评的所谓“洋跃进”。

因此，无论1975年还是1978年，所要采取的主

要政策措施，当然是整顿国民经济秩序，恢复计划

的有效性。就1975年而言，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

首先恢复生产秩序。就1978年而言，一开始的政策

选项，更多地也是要从“折腾”“大轰大嗡”走向

“按经济规律办事”，“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

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8]当时，在宏

观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是调整重大比例关系，力争财

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

可以说，1975、1978这两个年头，都谈不上什

么引进市场因素和调节的问题，就改革的初始路径

而言，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毋宁说都是“计划取

向”的，都是要结束国民经济的失序状态。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不仅有其合

理性，而且还能从中窥见一些独特的历史信息。

邓小平在谈到1975年整顿的时候，用了“那时

三、“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与改革的初始路径

四、“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与改革的历史承续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2月号
10

历史回溯

的改革”一词。这一用词正可提示我们去了解一下

“改革”这个概念的使用情况。

时下，人们往往习焉不察地以为，改革不仅是

1978年之后的事情，甚至还是1978年之后的概念。

殊不知，就概念而言，1978年以前，改革一词也是

经常使用的。比如，1950年6月，毛泽东曾讲到，

“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

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9]1957年3月，毛泽东

说过：“中国的改革与建设靠我们来领导。”[10]计

划经济时期制定的政策文件，也不乏冠以改革之名

的。显然，这时所说的改革，实际是一种泛称，指

的是改进、变革之意。

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还承续着这一传

统，在泛称意义上使用改革概念。比如，1978年9

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指出，“过去20

多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11]。

1979年7月，胡耀邦在驻外使节会议上说到，“过去

30年，我们不可能有很大的精力搞经济。开始几年

不可能摸经济，主要是改革”[12]。

进一步说，这在某种意义实际上也涉及到改革

与历史新时期的关系问题。今天人们普遍认为，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

策，从而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然而，必须指出，这一叙事的形成和接受，更

多地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在改革之初以及

此后一段时间内的语境中，关于改革与新时期关系

的叙事，却截然相反。

当时，人们把1976年视作新的历史时期的发

轫。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指出，粉碎

“四人帮”，“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3]。1981年6月，党的十一

届六中全会再次指出，粉碎“四人帮”，“使我们

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4]。以1976年为

新时期开端的说法，通行十数年，直至90年代中期

之后才逐步淡出，不再占据主流。

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早期，决策者

和理论界并不像今天这样，认为随着改革的启动，

历史进入新的时期；而恰恰相反，认为随着党和国

家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改革步入新的阶段。在当

时看来，70年代末的改革不过是50年代以来多次改

革中的又一次、新一轮改革而已。考察历史文献，

大致有两种说法。

从比较大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三次改革。按此

说法，前两次较大的改革，分别发生在1958年和

1970年。比如1979年12月，国务院财经委体制改革

小组形成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

意见》，回顾了5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经历的

几次较大变革，指出：“1958年对经济体制进行了

改革，改革的中心是扩大地方的权限”；1970年前

后，“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又采取陆续下放给地方一

些权限的办法进行改革”。[15]

从比较细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五次改革。1984

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便持

此看法，认为前四次分别是“一五”末期、“大跃

进”时期、调整时期、十年动乱时期。该书指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开始

酝酿一场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6]

当然，随着实践推展，1978年后这一轮改革导向

了深刻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带来了中国“经济奇

迹”，造成了世界性影响，以致有国外媒体评论称

“21世纪始于1978”[17]。改革的概念也逐步从泛称

嬗变为专指，主要被用来表示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之

意，甚至被用到了历史分期中作为标志性的名词，并

与“新时期”“1978年”等字眼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或许可以这样说，邓小平谈到改革始于1975年

时，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泛称的意义上使用改革的概

念，“那时的改革”一词就是明证。而这种概念使

用方式的背后，更透露出当时决策者对1978年改革

的理解，即它只不过是对历次改革探索的接续。因

此，“改革从1975年开始”论的存在，或许能够提

醒人们，改革是一个不断酝酿的过程，太过突出

1978年的历史转折意义，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割裂

实然的历史，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

历史固然有转折，但转折背后的延续性也很重

要。其实，改革年代的变革和发展，单以1978年为

界，其因果链条和演进机制往往难以解释清楚，比如

乡镇企业的发展、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权力格局等。

事实上，1978年逐步被视作历史的“分水岭”，也是

随着后来的体制机制变革、经济社会转型而被逐渐凸

显和放大的，某种意义上也就像顾颉刚先生在中国古

代史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是“层累地造成”的。科

斯的一段话值得品味：中国市场转型的伟大成就并不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心策划的结果，“相反，是市场

经济转型本身提升了会议的历史意义，使其成为共和

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转折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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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重要讲话精神为依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发掘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光荣历史、伟大精神、奋斗历程和

辉煌成就，更好地传承信仰之光和理想之火，让红色基因融

入城市血脉，让建党精神持续发扬光大，凝聚团结奋进的强

大精神力量，营造迎接建党100周年大庆的浓厚学术氛围，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中

共党史学会联合开展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学术研讨会征文

活动，并于6月中旬召开专题研讨会。具体要求如下：  

一.征文要求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主题鲜明，观点正确，有深度，

有价值。

2.来稿应为未发表的原创文稿，字数一般不超过8000

字。标题用小二号黑体，正文用四号宋体，正文前200字内

的内容提要，关键词3至5个。引文和史料注明出处（统一为

页下注，每页重新编号），注释规范。文末附上作者姓名、

工作单位、职务职称、联系方式及通信地址等。

3.应征论文截稿日期为2018年5月底。

二.选题参考

可根据以下参考选题或自定选题撰写论文：

1.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重要讲话精神
2.上海的红色基因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3.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彰显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
4.“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5.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上海的历史发展
6.上海城市精神、城市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7.《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8.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思想轨迹与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
9.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研究
10.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发祥地
11.初心与使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的传承
12.上海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相关人物研究
13.上海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相关专题研究
14.中共中央在上海
15.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中共早

期组织研究
16.海派文化与红色基因
三.征文评审

本次活动由研讨会主办方成立专家评审组对应征论文

进行评审，择优录用。入选论文的作者，即为以文入会的代

表（多人合作的论文邀请第一作者参会）。

四.投稿方式

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18757693028@163.com

15901800835@163.com  

联系人：

陶雪松，电话  18757693028

谢小昌，电话  15901800835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


